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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浙江崇德（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
何求老人、东海夫子、吕医山人、南阳白衣人等，出生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1683）八月十三日，是清初浙江著名学者，在有清一代学术史、政治史上皆颇具影响。其生活在明末清初
的特殊时代，在清初历史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由于文字狱之故，其声名渐没，以致后人对吕氏各方面的
研究未能有效展开，与其历史地位而言殊不相称。目前学界对吕留良有限的关注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其著
述、思想等问题领域，而在吕氏藏书、刻书方面几无涉及。事实上，围绕吕留良藏、刻书活动进行考察，对于
我们推进吕留良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吕留良研究的新视角，对其建立更为全面的认知，有着相当重要的

意义。

一、吕氏藏书与刻书情况概述

1. 文化背景。清代私人藏书风气极盛，藏书事业颇为发达，刻书活动亦相当活跃，尤以江浙地区为显。
“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独占”[1](P37)，而由于经济繁荣提供的杠杆作用，这一地区的刻书业同样也非常发达。
藏书方面，江南的藏书事业自古就有良好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为治学著书，积累了大量文献，同时为丰富

自己的藏书，往往雪钞露纂，晨夕经营，梯行访求，互通有无。吕留良上承祖荫，家业丰饶，自其叔祖吕炯起，
吕氏一族已在文坛享有一定声望，且藏书活动也已有相当规模。冯梦祯在为吕炯所作《吕先生行状》中就详
言道：“先生多购书，自经史百家及二氏之书，无所不精究。所为诗文，多雄丽超逸，晚而归于大雅。善书家八
法，具体赵吴兴。又好蓄古丹青、法书、金石、奇器，聊以适情，不至耽溺。所著述有《道德经解》《山林漫言》《艺
苑目录》《友芳园杂咏》《素心居集》，藏于家。”[2](P38)由此看来，吕留良一生所从事包括藏书、诗文书法、刻印制

摘 要 本文从文化背景、藏书情况和刻书倾向等几个角度，对清代文字狱案的重要牵涉者———吕
留良其人的藏刻书情况展开考察，认为吕氏著述倾向与藏、刻书活动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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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在内的多种活动，所受其叔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藏书家友朋之间的互相交往，也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吕留良的藏书。吕留良与黄宗羲、张履祥等友人间

关于藏书的交流互借就甚为频繁，并多见于其与友人的往来信札当中。如康熙六年，吕留良《与黄太冲书》即
载“外明人选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廿本，《詹氏小辨》一本，《攻愧集》三本，又《韩信同集》《金华先民传》，
俱望简发。”[1](P157)同年在与张履祥的书札中也曾向对方表达了借钞其所言善本的愿望。“《仪礼经传通解》十
四册已收领讫，所言苕中善本可得借钞否？并望留神，余不一一。”[1](P164)而即便就在吕、黄二人有隙之初，两人
关于藏书的交流仍未停止，康熙八年吕留良《寄黄太冲书》“近得《程北山集》六本，为宋纸印者。又钞得《诚斋
集》一本，则旧本所未见。又《吕泾野集》二十本，《蔡蛟滨语录》四本及余明人集数种，俱待晤时呈览也。《赵浚
谷》《霍渭崖》二集，并望借看。外书目一纸奉记，以备简发时遗忘。”这些记载也正与黄宗羲的藏书特点互为
照应，黄宗羲作为清初浙东私人藏书最富者，其“续钞堂”藏书多达六七万卷，且多以手钞本为主，很大程度
上可以作为当时藏书交流活跃情况的侧面反映。至于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黄虞稷、周在浚等人，吕留良也有往
来，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为搜书出游，至南京见黄、周二人藏书，“欣然借钞，得未曾有者几二十家，行
吟坐校，遂至忘归”[2](P30)。对于这一经历，吕留良还曾作诗记之，见于《零星稿》，一首《访黄俞邰留饮》“十年前
识旧春坊，喜说无双江夏黄。自是梦魂时照屋，岂期醉影昼登床。帖临定武肥钩本，画辨宣和小篆章。斗室风
流看未足，争教老眼不加狂。”另一首则云“莫言难借似荆州，生子谁如孙仲谋。红豆独留《千顷记》，绛云曾怪
六丁收。《日钞》经学公家事，零落崇文内府愁。我亦牛腰寻几束，校雠千里置书邮。”[2](P401)这种以藏书为介质
的交往，一方面在彼此加强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丰富了吕留良的藏书，另一方面也为吕留良的刻

书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秘本资为校勘，甚至作为底本。上面提到的吕留良访黄、周二人之事，即缘“欲编次宋以
后文字为一书……室中所藏，多所未尽，孟浪泛游，实为斯事”
此外，文人学士之间结社的良好传统也是促进吕留良藏书活动活跃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崇祯十四年，

吕留良就受孙爽约请，与王皞、陆文霦、吕宣忠等人成立了征书社，这种良好读书风气的自幼熏陶，对后来吕留
良藏书爱好的养成显然是有积极的导向作用的，包括后来的钞书社对吕留良开展藏书活动同样有着直接性

的启发和影响。而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当时，可以说这种形式从整体上有效地促进了私人藏书事业的繁荣。
刻书方面，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对刻书活动有着重要影响。晚明王学极盛而敝，学者末流大都束书不

观，清谈无根，导致学风堕落益甚，空谈不务世事之俗风广蔓。明末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在总结前
朝灭亡教训过程中，对这种空疏误国的学术风气进行了批判。程朱理学渐行复兴，并逐渐成为清代官方哲
学，自此形成了一大批著名的理学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兹以后，王学遂衰息，清代犹有理学以为
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3](P10)吕留良正是以坚定的“尊朱辟王”立场开展学术活动的。吕留良“自初
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为维护和表彰朱学，吕留良指责王学为“阳儒阴释”的禅学，主张“今日辟邪，当先正
姚江之非”[2](P15)。而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晚村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
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圣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所获梦想于万一也。”[4](P79)吕留良在阐明自己辟王原因时
直言：“弟之痛恨阳明，正为其以为良知已致，不复求义理之归。非其所当是，是其所当非，颠倒戾妄，悍然信

[1]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
[2]吕留良.吕留良诗文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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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足陷人于禽兽非类，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谓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为天下后世争之者也。”
“道之不明，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
也。”所谓“陷人于禽兽非类”即指满清入关，吕留良认为王学盛行乃明朝覆亡的重要根源，实际是站在天下兴
亡，治乱是非的高度看待问题。此外为正本清源，吕留良在否定王学的同时，还集矢于八股取士制度及其产生
的庸儒之害，这些思想对于其后来的刻书活动，尤其是所刻之书的范围选择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直接影响。
而吕家“先代传书既富，而生生之资又足”，吕留良在此基础上雇请刻工，在家中开局刻书，则为其从事

刻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物质条件。
2.藏书情况。除先祖遗籍传承外，吕氏藏书可知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购自山阴祁氏澹生堂藏
书。由于祁承熯子孙晚年佞佛，视藏书为土苴，因而导致澹生堂藏书逐渐大量散失，其主要流归去处之一即
为石门吕留良的讲习堂。康熙五年（1666），绍兴祁氏澹生堂藏书求售，吕留良即委托黄宗羲前往代购，二人
也正自此事始有龃龉。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所载：“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
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湿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1](P118)私淑
于黄宗羲的全祖望亦认为此事乃留良授意书贾所为，以致二人始有芥蒂。而陆珑其于《三鱼堂日记》中则有
记言：“晋州陈祖法言，梨洲居乡甚不满于众口，尝为东庄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沈冰壶《黄梨洲小
传》所载亦是：“石门吕留良与先生素善，延课其子，既而以事隙。相传晚村以金托先生买祁氏藏书，先生择其
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晚村怒。”[2](P452)可见传闻无定，但吕留良此次购得澹生堂藏书一事当无疑
议。在得到这些藏书后，为了表达对祁氏藏书零落散失，未能传世的遗憾与惋惜，是年，吕留良作有《得山阴
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一诗：“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觔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
书人。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
而其藏书来源的另外一种途径则为抄录馈赠。抄录乃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家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吕留

良亦是在这一方面不遗余力，其在所作《客坐私告》一文中明确自己三畏、九不能的同时仍然表达了对抄书
这一形式的认可，“但欲依钞书社例，各钞所有之书相易，则可”。吕氏深喜宋人之书，广泛搜罗前人文集，为
网罗遗逸，常常到处访求，或与人交流互抄。前已提到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前往金陵访黄氏千顷斋、周
氏遥连堂之事，历时近一年，抄得各类罕觏秘籍数千页。康熙十七年（1678），吕留良访书至嘉兴，于沈受褀处
受得钱吉士文稿及沈氏己文。在吕留良同他人来往书札中，也常见其与友人相商访书借书之事，如在康熙十
五年（1676）寄与董杲的书信中即托其“凡明文，不论房行社稿，皆为我留神访之。又汤若望有《天文实用》一
书，幸为多方购求一部”。
苦心经营之下，吕留良遂成为明清之际两浙颇具影响的著名藏书家，而在其藏书中亦不乏各种宋元善

本秘籍，除见于留良与友人往来书信的介绍中外，相关题跋资料亦常能于各处散见。如黄丕烈《士礼居藏书
题跋记》：“《小畜集》三十卷，补钞宋本……其缺者皆吾研斋钞补，不知谁何也。……宋刻本有‘野竹家’、‘吴
郡沈文’‘沈辨之’各印，钞补本有‘惠我’‘小红豆’两方印，……其余‘耻斋’‘光轮’等印，皆不可考矣。俟与吾
研斋名续访之。”[3](P223)黄丕烈起初未明卷中所钤“耻斋”“光轮”等印实为吕晚村名号之印记，“吾研斋”乃吕氏
藏书楼，据此当信此书原为留良所藏。再例，见马思赞题元王蒙《秋壑鸣泉图》上跋语：“余曾见宋石门画本于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2005.
[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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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溪……今年客武林，过张容轩寓舍，忽见此卷，盖即石门家藏。”并就此专门有诗赞及“东庄如此风流在，君
辈还须慎护持。”[1]

3.刻书倾向。吕留良在家中所开书局，以“天盖楼”署名，兼理刻印及发行书籍事务。作为吕氏家塾刻本，
天盖楼所刻书籍不仅在刻书质量上沿承了家刻本底本好、校勘精、刻工良、纸墨佳的传统，且在书籍类型上
呈现了明显的倾向性特征，即以选评时文与程朱理学著作为主。
其一，倾向于刊布时文选评类书籍。之所以矻矻经营于时文选评，吕留良认为“非时文不足明道”。他认
为辨明事理要从语言文字着手，因为语言文字乃“心之声”，文字之坏源自人心之坏，反之文字之善，亦足以
救正人心隐微深锢之疾，从改善文字进而改善人心。故而欲借此做救正世道人心之努力。同时，吕留良认为
“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
其目的正是要通过时文选评来传播自己思想，即所谓“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
之声”。此间就包括自己的“世所讳忌”的政治主张，即“华夏之防大于君臣之义”。而这种反清思想在当时清
廷统治下进行传播，就必须要采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法，吕留良恰是借助科举制度下时文的独特属性，因而

不惜以大量精力从事当时被认为是“纸尾之学”的时文选评，前后评选结集二十余种，尤以大量明末抗清志
士作品为多。以其所选评并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刻成的《江西五家稿》为例，“五家”分指艾南英、章
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及杨以任。五人中艾、章、罗、陈四人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主文章之柄者四十余年，海内
称为四先生”，杨以任的制艺文章则“海内传诵，与陈、艾、章、罗齐名”。吕留良则认为他们的制艺文章“倡正
说于天启之间，论题则复禀传注，体法则准诸先民”，以“五人文品相近”[2]，故将五家八股制艺分别点评，刊刻
行世。而直至临终前三日，吕留良仍在为达成其夙愿辑成三百年制艺文《知言集》一书，手批目览，仔细改订，
命子公忠执笔，“一字未安，辄伫思商酌”。陈祖法在晚村祭文中叹到“其大者在扶正道于将坠，阐微言之未
绝，特于制艺中晰毫厘而抉精髓”。
其二，倾向于刊布程朱理学著作。由于“尊朱辟王”的思想立场，为提倡朱子之学，扭转学术风气，吕留良

对于程朱理学的说经之作专意颇深，因此天盖楼刻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康熙八年（1669），张履祥馆于语水，
劝留良“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语类》及诸先儒书数十种”[3](P167)，在张履祥建议下，吕留良先后刊刻了《二程
全书》6 种 6卷，《朱子遗书》初刻 7种 71卷，《二刻》32 卷，吕、张二人后来又合作选编《朱子语类》一书，未付梓
而二公先后谢世，终由留良长子公忠合两家之所采，汇而录之，刻成《四书朱子语类摘抄》38 卷刊行于世。
吕氏天盖楼刻书的倾向性表现出了受其所有者思想立场与学术活动的明显导向特征。可见，某一时代
的政治与学术文化发展情况是能够从该具体时代的刻书特征中得到一定反映，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外部形态

特征的。

二、吕氏著述行为与藏、刻书活动间的良性互动

吕氏天盖楼刻书嘉惠来学甚多，以致后来“天盖楼之言盈天下，天下以为家有其书”（张符骧《与吕无党
书》，《依归草》卷十七），而这也与其藏弆丰富所提供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至总体而言，二者则皆与吕留良

[1]马思赞.道古楼诗选(卷下).清道光七年刻本.
[2]吕葆中.刻江西五家稿记言.吕晚村评点江西五家稿(卷首).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3]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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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著述行为表现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首先，丰富的藏书为其著述及刻书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吕留良家中收藏宋元人文集与前人时

文遗稿颇富，在此基础上他积极从事点评、编纂等方面的活动，而后将这些成果付诸剞劂，先后刻成经其选
评的多种文集与前人制艺。如《池北偶谈》卷十六《谈艺六》：“石门吴孟举刻《宋诗钞》，亦至百数十家，多秘
本。盖与其县人吕庄生两家所藏本。”而在搜求书籍的过程中，吕留良往往对所见经典书籍阙失改笔严重的
现象感到不满，对这类书籍的勘误补残，继而更好地传先哲精蕴，启后学困蒙，亦成为了吕氏刻书的重要动

力。顺治九年（1652），留良购得《朱子语类》一书，却发现该书“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缺，而自此本至末凡
十本又重出。全书又多为庸妄人所批，侮圣人之言，小人而无忌惮至此”，以致“每展阅时，恨怒无已”，而这也
为吕留良后来长期致力于朱子理学书籍的纂刻埋下了伏笔。在这种“藏书———著述（撰辑）———刻书”的一套
环节中，吕氏所藏之书为其提供直接素材与动力的基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其著述、刻书的需求反过来也有效地促进了其藏书事业的活跃。在吕留良一生所从事的著述、藏

书、刻书活动中，这一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凡遇著述、刻书所需，吕留良或跋涉千里，登门移录；或辗转请
托，采访置购。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欲编次宋以后文字为一书”，因“室中所藏，多所未尽”，至金陵借
钞见黄俞邰、周雪客藏书数十种。自康熙十四年（1675）起，留良便开始搜集前人制艺，欲辑三百年制艺文编
刻一部《知言集》，十五年（1676）年，吕氏嘱其子公忠代访“宋人文集及《知言集》稿子，不可忘。若见常熟陆湘
零名灿者，索其旧稿。无锡华氏有《虑得集》，便则求之。问顾修远家尚有书可访否。有十二科程墨硃卷未见
者，亦要寻。”[1](P95)康熙十七年（1678）春，留良为搜求《知言集》文稿访书至嘉兴，拜访沈受祺，沈氏尽出残帙，
并钱吉士所选《同文录》一部相赠。类类事例，不一而足。
由是观之，在学术性目的支配下的藏书家刻书活动中，其著述行为与藏、刻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往往
是能够表现得越为直接明显的。

三、结语

吕留良作为清初文字狱案的重要牵涉者，盖因其作为明末遗民，在宣传反清思想方面则采取了一种异

乎寻常之法，即通过评选时文来宣传自身政治主张。吕留良通过在时文中对腐儒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他们所
信奉的王阳明的“心学”，倡导对程朱孔孟思想的尊崇，借之明夷夏之防，辨出处之节。因而在这些时文评语
中，民族思想表现得尤为浓厚。随着吕留良所评选的时文发行益广，以至“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
法，所说之义为定议”[1](P360)，其宣传的思想为后来的曾静所本，写入《知新录》，直接导致了吕氏受曾静案牵连
受极刑于身后，被剖棺戮尸，并由此导演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大狱。而他的这种著述倾向，也可在其藏
刻书活动找到线索和印证。因之，对吕留良藏刻书情况的考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吕留良作为清初抱有遗民
思想的文人代表，这种考察不仅对于吕留良本人相关研究的开展有所助益，而且对于整个清初遗民社会问

题的研究都是有着一定借鉴意义的。 （责编：樊誉）

[1]吕留良.吕留良诗文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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